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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学对美的本质的发现与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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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现和证明是不同的逻辑系统，前者属于现象学，后者属于本体论。中华美学以古典现象

学的方法发现美，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对美进行了道本体证明和情本体证明。中华美学对美的本质

的发现和规定是乐道和兴情，具有二元论的性质。因此，它对于美的本质的证明也具有了二元性：

一个是对于道之美的证明，一个对于情之美的证明。两者都进行了逻辑推理，但后者又更多地依据

审美经验。总体上说，中华美学对于美的本质的证明相对薄弱，其发现的逻辑强于证明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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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的发现与证明

美学（以及哲学）的方法论包括发现的方法和证明的方法，这二者是不同的，也是缺一不可的。发现

的方法是现象学，运用审美体验及其反思来获取审美的意义 , 也就是美的本质。证明的方法是本体论，从

存在推演到审美，证明审美的意义。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美学有证明而无发现，它臆断出存在概念，并且由

存在推演出美，从而陷于独断论。现代西方哲学确立了现象学的方法，以本质直观发现事物的本质，从而

告别了独断论。但现象学方法有发现而无证明，它仅仅强调明见性，而舍弃了形而上学开启的证明的方法，

这是其缺陷。必须把发现的方法和证明的方法结合起来，发现的方法是现象学 , 而证明的方法是存在论 , 只

有把现象学和存在论结合起来，才是完备的哲学、美学理论。

中华美学运用了古典现象学的方法发现美，这是先于西方美学的。现象学通过本质直观来获取对象的

本质，而美是审美体验的对象，审美体验就是所谓的本质直观，它使得美作为现象——审美意象呈现。中

华美学正是通过审美体验获得审美意象，而审美意象就是美的显现形式；对审美意象的反思就是审美意义

或美的本质。它认为，对美的本质的还原结果是道，审美是乐道，审美意义或美的本质在道，而道与人性

相通，儒家认为道是伦理性的善；道家认为道是反伦理的自然天性。总之，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一

种明道论的美学观，只是各自的内涵不同。在这里，道作为美的本质有理与情两种因素，是理与情的统一。

后期中华美学发生了理与情的分化，情突破道德理性的束缚，形成了情本体，于是情就成为美的本质，形

成了兴情论的美学观。这样，审美体验就转化为情感体验，美成为情感的对象。

中华美学以现象学方法发现美的本质，这方面领先于西方美学。西方传统美学一直把美作为实体或实

体的属性，以认识论来把握美，导致主客分离，美的本质无由呈现。直到现象学出现，才找到了合理的美

学方法论。中华古代美学超越了实体论和主客对立的美学观，利用了现象学的方法来发现美的本质，具有

思想的超前性。但是，另一方面，中华美学对美的证明却相对薄弱，更多的是依据审美经验来印证，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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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哲学缺乏严谨的逻辑性有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华美学只有发现而无证明，它仍然有自己的证明

方式，只不过这种证明往往是隐而不显的，需要加以梳理。中华美学对于审美本质的证明，早期与晚期并

不相同。由于理与情的分离，晚期中华美学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发生了明道论（道之美）与兴情论（情之美）

的分歧，因此要分别加以叙述。“道为美的根据”，与“情为美的根据”，这两种美学思想并存于中华美学史

之中；二者既有相通处，也有相异处，逻辑上不能完全一致，这也是中华美学的内在矛盾。

二、道本体的美学证明

由于逻辑思维的薄弱，中华美学没有形成严谨的理论体系。美学理论需要对基本命题，如美的本质，

进行论证。古希腊已经发现了较为严谨的三段论法，而中华哲学尽管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名家、道家、墨

家等逻辑推演方法，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薄弱，因此对美的本质的论证没有进行高度自觉的逻辑推演，

没有建立严密的逻辑体系。佛学传入后，在因明学（佛教中的逻辑学）影响下，逻辑思维的水平有所提高，

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如中华美学著作中具有比较完整的体系和一定逻辑性的《文

心雕龙》，其逻辑性也有限，没有贯彻到底，经验性的概括和描述是其主要方式。所以，中华美学没有建立

严密的理论体系，主要采取诗论、画论、戏曲评论、小说评点等方式来表达美学观念。尽管如此，中华美

学思想毕竟具有内在的逻辑，而且在《文心雕龙》后也有所自觉，初步建立了逻辑体系。因此，我们仍然可

以考察中华美学对道之美的论证过程。

中华美学认为审美是体道、乐道，美是道的形式，这是主流的美学观念。这一结论是如何证明的呢？

先秦诸子对此没有严谨的论证，更多是通过经验而作出的结论。尚书中就有“诗言志”的论说，这是中国美

学思想的源头。《诗大序》继之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

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a这种论说把美归结为心志

的表达，是基于审美经验，还带有经验主义的性质，唯独没有进行逻辑的论证。但这种表述的潜在逻辑线

索在于，诗通过言志，而表达道。言志说与明道说是一体两用，因为志于道，故可以相通。故除了从主体

心志方面论述美，先秦诸子也从道的角度论述美。孔子也说过：“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里

仁为美”（《论语·里仁》），“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

语·八佾》）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把道作为美的本质。荀子提出“美善相乐”的观点，也认为美与善

相类。但在先秦时期，这种形而上的命题没有得到逻辑的证明。

道家美学提供了逻辑的证明，这是因为道家不是从审美经验来得出美的本质，而是从其本体论——道

的自然本性——来推演出美的本质。老子把德（道）作为美的根据，而否定声色之乐，认为艺术有违自然

之道；而美在经验世界之外，是道之属性。它的逻辑论证是：道无名无形，而美为道之“容”，即“孔德之

容，唯道是从”（《老子·二十一章》），因此“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音、大象即美；美是“无”而非

有，所以虚静无为为美。庄子美学思想以自然为美，“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道是

美的本源，美是道的显现，由于道的非经验性，因此美是非对象的、超感性的。他假借老子之口说：“夫得

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庄子·田子方》）而这种美是“至乐无乐”的“无乐

之乐”。这个结论不是经验性的概括，而是从道的本质中推断出来的。但是，庄子美学逻辑证明的过程是隐

性的，他没有展开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甚至多用寓言来说明。这表明，在先秦时期，对美的本质的论证

还没有形成严整的逻辑体系。

东汉以后，印度因明学随着佛教传入，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逻辑的论证才应用于美学。魏晋南

北朝时期的《文心雕龙》，就是在因明学的影响下，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文学理论，从而成为典范性的美学论

著。《文心雕龙》自觉地运用逻辑的推理，对美的本质进行了证明。刘勰从最一般的范畴“道”出发，进行

了推演，由此展开了全书最有逻辑性的三章：《原道》《征圣》和《宗经》。它的逻辑推理是：文章的本原是

a		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 年，第 2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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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由圣人领悟和传播，成为经书；经书是对道的阐释，从而成为文章的原本；文章效法经书，因而就

能传道。由此他给出了这样的逻辑线索：道—圣—经—文—道。

在《原道》一章中，刘勰论述了文与道的关系，认为文是道的体现。他认为道的形式即文，而文包括自

然现象和人文现象，“此盖道之文也”a。这里文的概念源自文的本义即文饰、纹彩，它一方面具有模糊性、

多义性，同时也具有审美意义：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人文现象都有美的属性，故统称为文。如何把自然之

文与人文统一起来呢？他用了比附的方法，说：自然物有文彩，那么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当然也有文采：

“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由此他作出结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在《征圣》一章中，刘勰阐述了这样的思想：道出自天，神理设教，非常人可以领会，只有圣人才能体

悟天道。圣人之言即传道，从而成为经典。他说：“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由此他得出了结论：“论文必征于

圣，窥圣必宗于经。”

在《宗经》一章中，刘勰认为圣人之言传达了道，故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经，“‘经’也者，恒久之至

道，不刊之鸿教也”。经书是阐释道的至文：“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

章之骨髓者也。”刘勰还提出，经书不仅在思想道德上是文章的标准，而且在文体法式上也为各类文章之楷

模。他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

《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刘勰在《宗经》

篇还指出经书的写作原则也指导各类文体：“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于是，世间之文必须宗经，通过宗经

而遵循圣人之意，进而体察天道。

在这三章之后，刘勰又写了《正纬》《辨骚》二章，把异于主流文体的“骚”作为文之变体加以论说，

肯定其明道本质。这实际上是延续、扩展了前三章的论述，最后形成了全篇的总论部分。这样，他就完成

了关于文（包括文学以及审美）的本质的论证。他自己在《序志》中总结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

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

从《文心雕龙》的论证可以看出，它建立了一个逻辑的框架：先论述道与文的关系，这是大前提。然

后论述文如何明道，即圣人传道成经，文要宗经，最后文以明道。这个逻辑推演在形式上是周延的。因此，

可以说《文心雕龙》是中华美学最完备的理论著作，而在其后，再没有出现过达到这一理论水平的美学著

作，基本上都是沿用了《文心雕龙》的思想，只是多采用了诗话、词话、画论、小说评点的形式。

但也必须指出，由于实用理性思维的限制，《文心雕龙》的逻辑论证过程在内涵上又是不够严密的，最

明显的是，逻辑学要求从最普遍的概念出发，推导出结论，而这个结论应该包含在这个普遍概念之中。这

就是说，按照逻辑推演的规定，大前提必须包含着结论。那么对道而言，它必须包含着“文”的内含，而说

文的内涵为情（情文），那么就意味着道包含情。但《文心雕龙》没有对道的内涵做明晰的阐释，而只是讲

述了神理设教的历史。于是就陷入了这样的循环：道的内涵就是圣人阐释的“经”；圣人著经所阐发的思想

就是道。它认为道的内涵是不言自明的，但这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

《文心雕龙》在前三章的逻辑推理之后，得出文的本质是明道，以后本应该以道来解说各种文体的特

性，但是，它到此为止，不是以道，而是从经验出发说明各种文体的特性，特别是从审美经验出发，侧重

以情作为文学的本质，说明文学（诗、骚、赋等）的特性。这里是从审美经验出发规定文的情感性，而非

从道的内涵出发来论证文的情感性。它论述情与道的关系，不是直接论述情包含在道的概念中，推演出文

的情感性，而是在《情采》中直接谈论有一种情文，它发源于人性：“三曰情文，五性是也。”即是说，以喜、

怒、欲、惧、忧这五种人之情性构成与“形文”“声文”相别的“情文”。这是一种经验论的论述，实际上

打断了从道开始的逻辑推演。当然，儒家认为道通人性，所以从人性中的情，可以反证道包含着情。但这

种论述一来是不合逻辑的逆推演，二来，这一论述由道之美的观念直接跳转到情之美的观念，由道本体论

转向情本体论，逻辑跳跃太快，缺乏必要的步骤和推导。

a	�刘勰著，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以下出自此书者仅标明篇目，不再一一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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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文心雕龙》的逻辑论证的薄弱还在于其概念多有含混，违反了同一律。它说道既是天道，又是

人道，但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之间不能等同，因此道的概念违反了同一律。同时，道既是儒家的概念，即

伦常之道，同时又杂糅了道家的观念即所谓“自然之道”，从而也就产生了文的本质中“理”与“情”的矛

盾，另外，“文”的概念也含混，违反了同一律。它从“文”的原始字义（花纹）出发，把天地之文与人文

都作为道的显现，断言“此盖道之文也”。但自然现象（天地之文）与社会现象（人文）二者并非一物，不

能形成共同的概念；而谓之“道之文”，更缺乏逻辑的和实证的根据。此外，就人文而言，纯文学观念没有

形成。人文包括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不仅是文章；即使是文章，也不能把论说文、应用文和文学等同

起来，它们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文学作品具有审美本质，超越其他文字作品。而这一点在《文心

雕龙·物色》中并没有从本质上加以区分，而是笼统地作为“人文”加以论说。还有，它所谓“形文”“声

文”“情文”的划分没有统一的标准，前二者是感官对象的区分，而后者是心理感受对象的形态，它们是互

相重叠的，不能并列在一起：例如音乐、舞蹈、绘画等既属声文、形文，也有情感属性。《文心雕龙》对文

的定义含混，导致没有把艺术与一般文化区别开来。六朝时期乃至于整个古代社会，还没有产生纯文学艺

术的观念，而是杂文学艺术的观念。因此，《文心雕龙》并不是单纯的文学理论著作，而是关于文章写作的

理论。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文的范畴包括一切美的形式，也包括诗、骚、赋等文学体裁，因此它也包括

了文学理论和美学。由于没有把文学与应用文以及艺术与文化区别开来，在论述文与道的本质关系时就产

生了重大的缺失，这就是把美作为道德的附属物，导致对审美的超越性的遮蔽。

三、情本体的美学证明

中华美学的主流观念是以道为美的本体，而道与性相通 , 故道又包含着理和情两个方面，是理与情的统

一。尽管各种美学体都力图达到情与理的统一，但二者毕竟不是一个东西，在逻辑上和在实际上都必然发

生冲突。因此，中华美学可以说是二元论的，即关于美的情感性与理性的二元论规定。虽然儒家的道并不

排斥情感，但情感毕竟是附属于理性、受制于理性的，因此先秦儒家美学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情本体的美学。

先秦诸子谈诗言志，还是情理不分；谈诗歌的情感特性，还强调以理节情。魏晋以后则转向情感论，情感

逐渐成为美的本质。对于审美的情感本性的证明，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本体论的论证，即在道的内涵中找

到情的根据；一个是形而下的论证，即由气的运动说明审美情感的发生，

本体论的论证，就是把情感作为道的体现。中华哲学认为，道既是外在的自然、社会法则，也是人的

内在本性。孟子在《中庸》开篇即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为人之本质，而情感是

性的体现。又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即人的本性所在，发则为情。这样，情

感以性为本，也就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正是从这个论证出发，审美的情感性就来自天道、人性。《文心雕

龙·原道》论证了文的本质是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文的特性是情，“情者文之经”。但它

对文的情感性所作的逻辑论证并不充分。它从本体论方面论述了文的情感本性。就是认为道表现为文，文

有形文、声文、情文三种，《文心雕龙·情采》：“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

五性是也。”而这三种文，“此盖道之文也”。它力图用“情文”来说明文的情感内涵，但这种分类仅仅是一

种经验性的归纳，并没有进行逻辑的论证。而且，情文只是三种文的形态之一，不能涵盖所有文类，包括

不能包括一些艺术，如音乐（声文）、绘画（形文），不能证明“情者，文之经”的命题。如前所说，以性情

来论证文的特性，进而论证文之明道本质，是一种逆推理，不符合逻辑。

《文心雕龙》得出了道之美与情之美的双重本质，虽然它力图消弭二者的矛盾。但二者毕竟不是一物，

不能完全同一。在中国传统社会前期，道还是情理一体的，理节制情，审美的情感特性还没有脱离理性的

控制，从而只能包容于理性本质之中。而在传统社会后期，道所包含着的理与情之间的冲突就显现出来了。

关于情之美，中华美学还有一种宇宙论的论证，就是根据天人合一的观念，通过万物之源的气来沟通

天人，而气是情感发生的本源。朱熹言：“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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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者，形而下之气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a“气”

这一中华哲学独有的概念意指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中华哲学的宇宙论认为天地形成于阴阳二气的交合，天

地人之间流动着气，它使人和物都有了生命，并且互相感应。在汉魏文论中，多有论述。董仲舒说：“天地

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是天地之间，若虚而实，人常渐是澹澹之中，而以治

乱之气，与之流通相殽也。故人气调和，而天地之化美。”b基于这一理论，中华美学就认为审美不是对死寂

世界的静观，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生命的律动；美也不是实体，而是显现生命律动的“象”。不同于西方的实

体本体论，中华美学本体论是感兴论。感兴的原动力是气，这是中国美学的泛生命论的解释。刘勰说：“春

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

动物深矣。……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在气的作用下，物我之间互相感应，产生特

殊的情感——美感。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钟嵘

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陆机说“感物兴哀”c 傅亮称“怅然有

怀，感物兴思”d，萧统称“睹物兴情”e，等等。显然，中华美学这种宇宙论的情本体论证，一方面体现了古

典的主体间性思想，同时也建立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之上，具有混沌蒙昧的一面。

在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理性权威衰落，理与情的统一破裂，于是，道或者偏于理，或者偏于情。程朱

理学把道释为理，天理与人欲相对。宋明理学以理压抑和抹煞情，文以载道变成了文以害道，导致审美取

消论。明清之际，理学向心学转化，宋明理学之陆学被王阳明所继承，并发展为陆王心学，它把道归结为

心。心学不仅以主观性与理学的客观性相对，也以情与理相对，这主要体现于王学左派。陆、王心学兴起

继承了孟子的主观唯心论传统，认为天理在心性良知。陆九渊认为，“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

不同耳”。f王阳明继承这一思想，说“心即性，性即理”g。虽然他们的本意是想把人心理性化，但却引起了

逆转，导致对人的感性的肯定，从而产生了“王学左派”。这一派建立了情本体论，他的论证方式是：天道

即人性，而人性即自然本性；情感发自人的自然本性，文学艺术、审美都是情感的抒发，因此是合乎天道

的。理学家认为性是天理，情是人欲，故崇性而抑情。邵雍说：“性公而明，情偏而暗。”h而王学左派及其后

继者打破了理学崇性抑情的理性化偏向，消解了性（理）与情的对立，使情性同一，从而把情本体化。李

泽厚所谓中国哲学的“情本体”，并非自古而然，只是在传统社会后期才逐渐形成。

在这种形势下，美学观念逐渐摆脱理性论而走向情感论（兴情论），即认为美是情感的表达。而情感

就上升为本体论范畴，审美的情感性就取代了理性而具有了主导地位。李贽反对把天道理性化为“闻见道

理”，认为天性良知是未被闻见道理污染的“童心”，主张为文者必须恢复童心：“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

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矣。言虽工，于我何与？……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

者也。”i在这里，李贽以天性童心取代了理的本体论地位，进而论证了“文”的情感本质。李贽以后，情本

体美学蔚然成风：公安派和袁枚倡导性灵、性情，把文艺感性化：“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

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j他甚至说：“情在最先，莫如男女”k，“艳诗宫体，

自是诗家一格。”l与主流文论相对立。王夫之大讲情景交融，并且断言：“盖诗之为教，相求于性情，故不当

a		朱熹：《朱文公文集·答黄道夫书》，孙业成：《法藏圆融之“理”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3 年，第 229 页。

b		董仲舒：《天地阴阳》，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467 页。

c		陆机：《赠弟士龙诗序》，参见《四部丛刊》本《陆士龙文集》卷 3 所附《兄平原赠》。

d		傅亮：《感物赋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全宋文》卷 26。

e		萧统：《答晋安王书》，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全梁文》卷 20。

f		陆九渊：《语录》，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 年，第 76 页。

g		王阳明：《传习录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34 页。

h	�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卷 12 下，第 2 页。

i		李贽：《童心说》，李氏《焚书》卷 3，参见韩湖初、陈良运：《古代文论名篇选读》，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年，第 397 页。

j		袁枚：明万历本《随园诗话》，武汉：崇文书局，2012 年，第 201 页。

k		袁枚：《答蕺园论诗书》，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卷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474 页。

l		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高路明选注：《袁枚文选》，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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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浅人以耳目荐取。”a。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情本体的论证方式。袁枚认为情是性的体现，而性是道的体现。他沿用孟子的“道

在人性”的观点，引申出情与性的关联。他说：“夫性，体也；情，用也。性不可见，于情而见之。见孺子

入井恻然，此情也，于以见性之仁。”b情是可见之性，情也就是可见之道。因此，他的文主性情说就具有了

本体论的证明。当然，他并不主张感性化，而主张性为体，情为用，性制约情，不可滥情：“尽其性，行乎

情而贞，以性正情也；尽其性，安其命而不乱，以性顺命也。”c叶燮的《原诗》是比较系统的理论著作，他

提出理、事、情三者为诗歌的三元素，理即事理，事即具体事实，而情即事物与情趣的同一，但这三者都

由气一以贯之。他说：“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

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者也。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

曰气。事理情之所为用，气为之用也。”d可以看出，他把以往被看作形而下的气提到了本体论的地位，取代

了理的位置。他这样做是为了提高情的地位，因为气能生情（包含着客观的情状和主观的情感）。叶燮不仅

提升了情感的地位，而且认为情可以决定理、事的性质。他说：“可言之理，人人言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

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

而理与事无不粲然于前者也。”e这里他认为文学中的理与事已经不同于现实中的理与事了，它们被情所化，

所以文学有不可言说之妙。可惜的是，叶燮点到即止，并没有从这里生发开去，得出更深刻的道理，即文

学以及审美的超越现实的意义。但是，他废除了理的本体地位，肯定了情的接近本体的地位，其理论价值

是不应被低估的。

（责任编辑：张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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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of and Discovery of the Essence of Beauty in Chinese Aesthetics
YANG Chunshi

Abstract: Discovery and proof, being of different logical systems, respectively belong to phenomenology 
and ontology. Chinese aesthetics found beauty by the method of lassical phenomenolog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t has carried out Tao's ontological proof and emotional ontological proof of beauty. 
The discovery and definition of the essence of beauty in Chinese aesthetic is through Taoist pleasure and 
emotional excitement, which has a characteristic of dualism. Therefore, its proof of the essence of beauty 
is also dualist: one is to certify Taoist beauty, and the other is to certify emotional beauty. Both of them 
have logical inference, but the latter has more reliance on aesthetic experience. Above all, for Chinese 
aesthetics, the proof of beauty is relatively weak, and the logic of discovery is stronger than the logic of 
proof.

Key words: Chinese aesthetics, essence of beauty, logic of proof


